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初步研究

摘要：兰家坡汉墓位于汉晋时期资中县城的西南郊。M1 为并穴合葬墓，可能是夫妻合葬
墓。M1A穴出土的铜车马模型既象征墓主生前所乘马车，也象征丧礼用的魂车。铜车的轼上有
一圆环，可称之为“ 輗”。该车很有可能是一辆“ 輗车”。铜车上的轴饰推测是用于固定伏兔、
舆的部件。笭是用于置放车马零部件的附件箱。M1B穴随葬的费昂斯狮子饰件与西域、南海等
域外文明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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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2月至 2006年 1月，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资阳市雁江区文物管理所对位于四川
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资溪村的兰家坡汉墓进行了

一次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清理了编号为 M1、
M2等 2座新莽至东汉早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
较为丰富的随葬品。2019年，兰家坡汉墓简报公
布了此次田野工作及后期室内整理的成果。［1］这里
对墓葬、出土器物等相关问题作一探讨，希望有
助于该批资料的进一步研究。

一 墓葬

（一） 位置

今雁江镇为汉晋资中县、北周至近代资阳县
县城所在地。西汉建元六年（前 135年），武帝
置犍为郡，下设资中县。 ［2］成汉时期 （303～
347 年），资中县因战乱荒废。北周武成二年
（560年），明帝于汉晋资中县城址置资阳县。该
县城一直延续至元代撤县。［3］明洪武六年至十
年（1373～1377年） 曾短期恢复资阳县。明成化
元年（1465年），朝廷再度恢复资阳县，之后逐

步完善县城的设施建设。 ［4］成化十一年 （1475
年），知县郭方兴建了四方城门。成化二十年至
二十一年（1484～1485年），知县王澄修筑夯土
城垣。城垣东西 500 步，南北 600 步，周长 6
里。［5］自明成化年间直至近代，资阳县的建置
一直得以保留。汉晋资中县城濒临牛鞞江、中
水。［6］北周资阳县城位于“资水之阳”，东有牛
鞞水，西有汇入中江的资溪水。［7］明代资阳县
城西有资溪汇入雁江。［8］牛鞞江 （水）、中水、
雁江即今日的沱江，资溪（水） 即九曲河。由此
可知，汉晋资中县城、北周至近代资阳县城均位
于沱江的右岸，九曲河的左岸，两河交汇处略靠

北的区域。北周至元代资阳县城修建在汉晋资中
县城址之上。明清资阳县城城垣周长约合 3.4千
米，与汉代普通县城城垣的规模相当。［9］明清
资阳县城垣极有可能与汉晋资中县、北周至元代
资阳县城垣相重合。明清资阳县城西南隅有一名
为“圣禅寺”的佛寺。［10］1954年，资阳中学平
整该寺旁边的小丘，发现“资中城墼”、“元康
元年蜀郡作”等铭文砖。［11］由此可知，汉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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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城城垣的西南隅也应在附近。兰家坡汉墓距
位于上西街的资阳中学旧址直线距离仅 360米。
因此，兰家坡汉墓位于汉晋资中县城西南郊，隔

九曲河与县城相望。
（二） 合葬墓

兰家坡M1由 2个各自带墓道相连在一起的
墓穴组成，其中 B穴的墓室还打破 A穴的后室。
施工范围内的勘探工作除发现 M2之外，再无其
他遗迹。A、B之间不存在因为遗迹密集而出现
打破关系。晚期营建的 B穴打破早期营建的 A
穴显然出自合葬的目的。A、B二穴应为并穴合
葬墓。
西汉中期以前，中原地区的中小型夫妻合葬

墓多采用异穴合葬，之

后大多采用同室合葬。
边远地区要在西汉晚期

以后才开始流行夫妻同

室合葬墓。从异穴合葬
发展到同室合葬有很多

变通过渡形式。 ［12］并
穴合葬墓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过渡形式。我国辽
宁、浙江、江苏、湖
南、广西等地区的汉墓
发现过不少并穴合葬

墓。
辽宁南部地区的汉

墓流行一种并穴竖穴土

坑 （岩坑） 木椁 （棺）

墓或并穴竖穴土坑（岩

坑） 贝壳木椁 （棺）

墓，后者特点是在墓坑

与木制葬具之间铺垫、
砌筑贝壳层，二者出现

于西汉早期，盛行于西

汉中晚期。该类墓葬为
两个并列连通的墓坑，

普遍呈横长方形，极个

别带 1个短墓道。单个

墓坑多呈纵长方形，个别呈梯形。两个墓坑方向
相同，多数大小基本一致，少数大小差异较大。
两个墓坑多数前后两壁错位，有些前后壁相连，

墓底存在高差，存在早晚打破关系。绝大多数墓
葬每个墓坑有 1具人骨，基本为仰身直肢葬，各
自拥有一套随葬品。除保存状况不好的墓葬之外，
人骨为一男性个体和一女性个体（图一）。［13］这
一类型的墓葬应该是夫妻合葬墓。
浙江西部、北部、东部等地区的汉墓流行一
种并穴竖穴土坑（岩坑） 木椁墓，时代为西汉中

期后段至东汉早期后段。此类型墓葬为两个并列
连通的墓坑，普遍呈横长方形，个别为带墓道的

“刀”形，单个墓坑呈纵长方形。两个墓坑方向

图一 辽宁普兰店市姜屯墓地M16、M17平面图（引自《姜屯汉墓》，第 33页）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初步研究

53



图二 浙江杭州市老和山墓地M118、M121平、剖面图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 7辑，第 313页，科学出
版社，2005年）

相同，大小基本一致，前后两壁略有错位，墓底

存在高差，存在早晚打破关系，每个墓坑各有一

套随葬品，应基本是夫妻合葬墓（图二）。这类
合葬方式为同穴异室合葬，是同室合葬的初始形

态。［14］该类型夫妻合葬墓在与浙江毗邻的江苏
南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分布，时代为西汉中
期。［15］

湖南常德市南

坪土墩墓群 D3 廖
氏家族墓地的竖穴

土坑墓 M13 时代
为西汉晚期，M14
时代为新莽时期。
M14 打破 M13 的
墓道、封门和墓
室。两墓方向相
同，各自带墓道，

墓室规模相当，后

壁略有错位，墓室

底部以一道生土二

层台相隔，M13墓
室的底部比 M14
的略低。每个墓室
各有一套随葬品，

M13墓室北部的随
葬品有被扰动、移
动的痕迹。报告编
写者认为：M13、
M14为同茔异穴夫
妻合葬墓。实际
上，此类型异穴合

葬墓应归入并穴式

合葬墓的范畴内

（图三）。［16］

广西的汉代竖

穴土坑墓其中同坟

并穴式的夫妻合葬

墓于西汉中期开始

流行，西汉后期盛

行，东汉前期逐渐消失。 ［17］合浦县凸鬼岭
M202、合浦汽车齿轮厂墓地 M6的时代均为西
汉晚期（图四）。合浦县风门岭墓区 M23的时代
为西汉后期偏早阶段。M202、M6、M23均分为
A、B两个墓穴，两穴方向相同，各自带墓道，
A穴墓室比 B穴的规模大，墓室以木椁板或生土
墙相隔，M202、M23两墓 A穴墓室的底部比 B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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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湖南常德市南坪土墩墓群 D3M13、M14平、剖面图（引自《沅水下游汉墓》，第 102页）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初步研究

穴的低，M6其 A、B两穴墓室的底部平齐。通
过对随葬品的分析，简报或报告编写者认为：

M202、M23为夫妻合葬墓，A穴为男性，B穴
为女性，B穴晚于 A穴。M6的情况应与之相类
似。［18］

综上所述，我国辽宁、浙江、江苏、湖南、
广西等地区具有早晚打破关系的汉代并穴合葬墓

多为夫妻合葬墓。兰家坡汉墓 M1形制特征与这
些墓葬的墓室部分比较接近。同时，兰家坡汉墓
M1A、B穴共用的熟土二层台中间设有 1个短甬
道， 短甬道内还摆放随葬品。西汉中期开始，
各地空心砖墓、砖（石） 室墓、崖洞墓等夫妻合
葬墓或属于同坟异穴式，或属于同坟并穴式，以

及属于同穴异室式，在两穴或两室之间以小孔、
门洞、通（甬） 道等设施相通，俗称“隔山葬”。
小孔、门洞、通（甬） 道等是出于方便夫妻灵魂
自由往来的目的而设置的。［19］故而，此类设施
是夫妻合葬墓一个重要指向性特征。M1A、B穴
之间的甬道与之非常相似。因此，M1为夫妻合
葬墓的可能性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云阳县走马岭墓地岩坑

墓 03YGZM3与兰家坡汉墓 M1的形制有着相似
之处。该墓时代为西汉初年，上限可能会到秦
代，由墓道（M3- 1）、墓室（M3- 2） 两部分组
成。M3- 1、M3- 2并列连通，方向相同，各有
一套葬具、随葬品和 1具人骨。报告编写者推
断：M3- 2先于 M3- 1修建，其最初形制包括一
个竖穴岩坑及一个斜坡墓道；M3- 1晚于 M3- 2
修建，是由 M3- 2原有的斜坡墓道改建而成的；
二者可能是夫妻合葬墓。 ［20］其实，M3- 1、
M3- 2完全可以视作 2个并穴合葬的墓穴。二穴
的木椁四周设有熟土二层台，它们之间共用的熟

土二层台最北端还留出一个长方形缺口，与兰家

坡汉墓 M1A、B穴在共用的熟土二层台中间设
置甬道的做法如出一辙。走马岭墓地 03YGZM3
与兰家坡汉墓M1之间是否属于同一个墓葬形制
发展序列的不同节点，还是属于不同的墓葬形制

发展序列，二者所反映的葬俗、阶层、族属等有
着怎样的逻辑关联，目前因实物资料的极度欠缺

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答。但 03YGZM3的发现意
味着四川、重庆地区汉代的夫妻并穴合葬墓可能
很早便已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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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广西合浦县合浦汽车齿轮厂墓地M6平、剖面图

（引自《2009～2013年合浦汉墓晋墓发掘报告》，第 19页）

二 出土器物

（一） 铜车马模型

据已正式公布的汉晋时期考古材料，目前

全国范围内仅在贵州兴仁县交乐墓群的 M6、
M14、 ［21］M19， ［22］贵州兴义县万屯墓群的
M8，［23］甘肃兰州市华林坪墓群的 M11，［24］甘

肃敦煌市南湖乡林场墓群的 M4，［25］以及甘肃
武威市雷台汉墓［26］等 7座墓葬发现过铜车马模
型。雷台汉墓的时代约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
其他 6 座墓葬均为东汉时期。交乐墓群 M6、
M14、M19等 3座墓葬的铜车马保存状况不好。
万屯墓群M8的铜车马为大型輂车。华林坪墓群
M11、南湖乡林场墓群 M4的铜车马为輂车，雷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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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甘肃武威市雷台汉墓铜轺车局部图

（改绘自《汉代の文物》，插图 7- 11）

台汉墓铜车马数量众多、车型丰富，但这 3座墓
葬的铜车马体量都偏小。与以上铜车马相比较，
兰家坡 M1A穴的铜车马模型属于大型轺车，时
代为新莽时期，时代偏早，保存状况好，体量也

最大。此外，与汉晋时期不同材质的轺车模型相
比较，M1A穴铜车马是其中保存状况最好，结构
最为复杂，制作最为精美的 1件双曲辕轺车，是
双辕轺车由直辕发展而来的成熟标准形态。因此，
M1A穴铜车马是汉晋时期车马模型又一次重要发
现，还是汉晋时期双曲辕轺车模型的典型代表。

1.偶车
M1A穴所出铜车马模型是实用车马的替代
品，当时人称之为“偶车马”。［27］秦汉时期，经
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时人出席正式场合所乘

马车多驾公马，不使用母马，有所谓“乘牸牝者
摈而不得会聚”的说法。［28］湖北江陵县凤凰山
一六七号汉墓随葬的木轺车马模型共驾服马、骖
马 2匹马，据墓内出土的第 2号简记载，二者均
为公马。 ［29］M1A穴铜车马模型的服马也为公
马。该车马应是对墓主生前出席正式场合所乘马
车的模拟。先秦天子至士丧葬期间备有乘、道、
稾 3种车，用于搭载死者生前所穿的皮弁服、朝
服、蓑笠至墓穴，分别象征死者生前视朔、视朝
游宴、田猎巡行乡鄙所乘车辆。汉代将这 3种车
统称为魂车。高崇文考证：西汉诸侯王墓多殉葬
有 3辆实用车马的组合，其性质分别为乘、道、
稾等 3种魂车。乘车、道车制作较为精细，乘车
还备用兵器。稾车为辎重之车，制作粗糙，载有
生活用品。［30］M1A穴墓主可能是生活在汉资中
县城内、有一定仕宦背景的世家大族，级别远远
达不到诸侯王。M1A穴铜车马模型为日常乘用
的轺车，与丧葬期间的道车性质最为接近。因
此，M1A穴铜车马模型其性质具有双重性，既
象征墓主生前日常正式场合所乘马车，也象征墓

主死后丧葬礼仪用的道车一类魂车。
2. 輗车
M1A穴所出铜车模型轼内侧正中有一圆环，
舆底板正对该圆环圆心的位置有一圆形浅槽。不
难想象，它们是用来固定盖杠的装置，浅槽用以

插入盖杠底端的圆榫头，圆环用以固定盖杠杠

体。汉晋时期的车马模型曾见到过类似的固定装
置。南阳市出土的 1件小型铜轺车模型其轼内侧
正中有一圆环，舆底板与之相对的位置有一圆形

穿孔。［31］雷台汉墓铜轺车模型轼在相同位置有
一圆环（图五）。 ［32］据简报的“斧车结构图”，
雷台汉墓铜斧车模型轼在相同位置也有一圆环，

舆底板有圆形浅槽，圆环、浅槽略微斜向相对，
斧柄底端削尖成尖榫头，自上而下经圆环斜向插

入小孔内（图六）。［33］唐慧苑《华严经音义》引
曹魏李登 《声类》 称 輗 （俾倪） “乃是轼中
环，持盖杠者也。”［34］林巳奈夫据此则文献记载
将该类轼内侧的圆环称之为 輗。［35］孙机将连
接盖杠上节达常、下节桯的管箍定名作 輗。
［36］袁仲一不同意管箍即 輗的说法，同意轼内侧

圆环为 輗，进一步推定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铜

车马坑一号车的盖座为 輗。 ［37］汪少华认为
“管箍、盖座为 輗”的说法都不符合汉唐人本
意，非常有见地地指出：“ 輗指在车轼中央或
车舆某处用以括约固定盖杠的环或环形构件”，但
其“ 輗指称处于被环持括约状态、表现为略微
曲斜盖杠”［38］的说法，明显与《声类》“轼中
环”的界定相去甚远。故本文坚持轼内侧圆环为
輗的认识。故而，M1A穴铜车模型轼内侧的
圆环可称之为 輗。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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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甘肃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铜斧车模型图

（引自《考古学报》 1974年第 2期）

战国至宋代，各类文献一直有使用 輗车的

记载。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第 76、120号简均出现
过 輗车。［39］《古今注》记曰：“曲盖，太公
所作。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
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乘舆用之，谓
为 輗盖，有军号者赐一焉。” ［40］《晋书》 记
载：“（安帝元兴） 三年 （404年） 正月，桓玄
出游大航南，飘风飞其 輗盖，经三月而玄败归

江陵。”［41］《唐开元礼》称大驾卤簿有“俾倪十
二”。［42］《宋史》记载：“宋有花盖、导盖，皆

赤质，如伞而圆，沥水绣花龙。又有曲盖，差
小，惟乘舆用之。……睥睨，如华盖而小。”［43］

《元史》 对仪仗用华盖、曲盖有进一步的解释：
“华盖，制如伞而圆顶隆起，赤质，绣杂花云龙，
上施金浮屠。曲盖，制如华盖，绯沥水，绣瑞
草，曲柄，上施金浮屠。”［44］

汉代墓葬出土的图像材料有助于理解 輗车

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形。四川大邑县出土的一方汉
画像砖描绘了一辆向右疾驰的轺车，轺车的车

盖、盖杠迎风向左倾斜（图七）。［45］甘肃武威磨
嘴子 48号墓的时代为西汉末年。该墓出土的 1
件漆樽绘有车马出行图，图中轺车的行驶方向、
车盖、盖杠的倾斜方向与上一图像完全相反。
［46］以上二幅图像车盖、盖杠之所以相对于行驶方
向倾斜，显然是受到逆向风力的作用。不妨这样
假设，如果 M1A穴铜车模型所模拟的实用车其
盖杠的直径略小于 輗的内径，在车辆行驶时因

风力作用于车盖，车盖连带盖杠自然会倾倒于与

风向同向的一侧，车盖相对于舆就略有倾斜，随

着车向、风向的变化车盖倾斜方向也会发生相应
的变化。正如许嘉璐所言： 輗车的盖杠“不只
是一般的斜、静态的斜，更是左右或前后来回摆
动的斜”。［47］汉、魏晋时期所谓的 輗盖、 輗
车可能就是因车辆使用 輗作为固定盖杠的装

置，行驶时车盖、盖杠不时相对于舆略有倾斜而
得名。前引桓玄坐车 輗盖被狂风吹飞一事件，
显然是因车辆行驶时突然遭遇狂风，车盖所承受

的风力过大，超出 輗对盖杠的约束力，车盖顺

图七 四川大邑县汉代轺车出行画像砖拓本

（引自《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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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墓一号车伏兔复原图

（引自《考古》 1997年第 3期）

风向从 輗当中飞出落地，成为日后的凶兆。因
此，M1A穴的铜车模型很有可能就是一辆“
輗车”。
据前引文献记载，宋代 輗车盖的主要特征

为较华盖小的红色伞盖、圆顶隆起、沥水绣花、
曲柄。甘肃敦煌市莫高窟盛唐时期的 148窟西壁
绘有涅槃经变“诸国王求舍利”图，图中求分舍
利的某位国王所乘马车形似汉代轓车，不同之处

在于前軨高度显著降低、侧軨增长增高，可能是
轓车的衍生车型。类似的车型还见于东晋顾恺之
所绘《洛神赋图》、［48］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墓道
壁画仪仗图。 ［49］此类马车乘用者身份等级高，
可能为某类辂车。148窟壁画中的马车在两侧车
耳靠后的位置安装一倒“U”字形红色支架，支
架顶部再固定前伸的曲柄，曲柄上承华盖。华盖
顶饰宝珠，蓝色圆顶微微隆起，红色沥水迎风飘

动。［50］这一华盖与文献描述的宋代 輗车盖尤
为相似，唐宋时期 輗车盖的形制应该大致如

此。如以上推论无误的话，唐宋时期 輗车盖的
形制结构较之汉晋时期已发生较大变化，曲柄牢

固地固定在支架上，行驶时很有可能不再呈摆动

的倾斜状。因此，唐宋与汉晋时期的 輗车已是
同名异物。

3.轴饰
M1A穴所出铜车模型伏兔上装有轴饰。学
界对汉以前轴饰的发展序列、使用情况已有深入
研究：商代后期已出现轴饰，是否与伏兔配套使

用还不大清楚［51］。西周早中期，轴饰可以肯定
是用来固定伏兔的。其靠舆一端呈管状，套合在
轴、伏兔之上，靠轮一端有长方形掩板，覆于毂
内侧上方，有挡泥的功能。到了西周晚期，轴饰
套管变为筒瓦状，不能直接套在轴、伏兔之上，
需要用钉固定在伏兔之上，失去固定伏兔的作用。
从春秋早期至西汉早期，轴饰的套管逐渐简化为

方形插板，插入伏兔上端，有些用钉固定；掩板

由长方形改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西汉中期，
轴饰掩板又多演化为凸起的浮雕兽面；［52］插板

或者底面有凸榫，或者有圆穿孔，更多的为素

面。［53］张长寿认为西周时期的轴饰是用革带绑

缚伏兔的一种发展，替代了画 的作用，可称之

为画 。［54］孙机据《释名》“ 輗，犹祕齧也，
在车轴上，正轮之祕齧前却也”的记载，认为该
类轴饰应名祕齧，绑缚伏兔于轴的革带名 。［55］

本文基本认同后一观点，但据 《释名》的记载，
祕齧一名应仅指称用来固定伏兔的轴饰，对已失

去固定伏兔功能的轴饰不宜仍以此命名。
目前学界对于西汉早期以后轴饰的使用情况

还不甚明晰。河北满城县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刘胜
墓随葬的 10件铜轴饰基本为实用器，成对出于
实用车的釭、锏内侧。报告编写者推测此类轴饰
用于稳定舆，轴饰插板上的凸榫作为插入车木之

用［56］。至于这些轴饰安装于舆的什么位置、与
伏兔有什么关系，编写者均无法作进一步的解

释。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墓时代为西汉武帝末
年，在一号实用马车残迹内发现 2件铜轴饰。轴
饰外侧呈舌形，内侧为有凸榫的插板，里面尚有

部分伏兔的残迹。崔大庸推测伏兔靠车轮一端的
顶面做成与轴饰相若的舌形，轴饰即安装套合于

此（图八）。其一号马车复原图将伏兔安装在舆
下，轴饰舌形部分在舆外侧紧抵舆底，插板置于

轸条之下（图九）。 ［57］一号马车的伏兔与轴相
连，仅存一段漆痕。崔氏复原研究中的伏兔借鉴
自湖南长沙市伍家岭墓区 M203第 4号车木伏兔
的形制。因此，一号马车轴饰与伏兔的关系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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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崔氏复原研究所示尚需谨慎对待。但其将插板
置于轸条之下的复原非常有启发借鉴价值。河北
鹿泉市高庄汉墓M1可能是西汉中期的常山宪王
刘舜墓，随葬有 3辆已朽成木灰的实用马车。其
中 2、3号车两件靠内侧
的铁锏其内侧各有 1 件
兽面形铜饰件 （即轴

饰）。发掘者认为该类铜
饰件可能是放在轴上固

定车舆之用的。 ［58］赵
海洲认为东周秦汉时期

轴饰的安装位置比较固

定，是安装在轴两端或

伏兔之上的车具。［59］

M1A穴铜车模型的
轴饰能够为解开以上疑

惑提供新的思路。该铜
车马伏兔的顶面在靠轮

一端制作出一个向外突

出的掩板形结构，轴饰

安装于伏兔掩板之上、
舆底板外侧。轴饰的兽

首形部分位于靠轮一

端，不再具有挡泥的功

能；插板位于靠舆一

端，插板紧抵舆底板。
铜车马伏兔的形制特征

在同一时期伏兔模型当

中都能见到，并非孤

例。江苏盱眙县大云山
汉墓西汉中期 7号陪葬
坑所出 1辆木车模型的
伏兔、 ［60］江苏仪征市
烟袋山西汉中期 4号车
马陪葬坑所出 1辆木轺
车模型的伏兔 （K4∶
496）、 ［61］四川绵阳双
包山墓地西汉中期 M2
的木伏兔 （M2∶620）、

［62］伍家岭墓区西汉后期 M203第 4号车木伏兔
（CSM203∶425）、［63］山东临淄市山王村西汉中
晚期兵马俑坑的陶伏兔［64］在相同位置均有一个

突出的掩板形结构（图一〇）。铜车马轴饰的插

图九 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墓一号车复原前视示意图（引自《考古》 1997年第 3期）

图一〇 秦汉时期伏兔模型图

1.临潼秦始皇陵铜车马坑一号车伏兔 2.绵阳双包山M2木伏兔（M2∶620） 3.长沙伍家
岭 M203第 4号车木伏兔 （CSM203∶425） 4.仪征烟袋山 4 号车马坑木伏兔 （K4∶
496） 5.临淄山王村兵马俑坑陶伏兔（1引自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第 1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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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河北鹿泉市高庄汉墓M1出土的 2号车马平面图

（引自《高庄汉墓》，第 52页）

板非常短窄，兽首形部分与插板的长度比值为

8。刘胜墓、双乳山一号墓实用器轴饰两部分长
度比值分别为 0.85、1.05。模型器轴饰两部分长
度比值在 1～2.5之间，平均值为 1.7。 ［65］从以
上数值分析可知，M1A穴铜车所模拟的实用车
其轴饰插板应不至于如此短窄，短窄的部分只是

其暴露在外的部分，还应有一段在其紧抵的舆底

板之下。只是因铜车马模型的舆采用板式结构，
实用车舆底板的轸木框与框内的革轖已被压缩表

现为薄板状，无法具体表现轴饰插板是如何插入

轸条的。可以想见，实用车左、右二
轸如果要插入轴饰插板，必须在制作

时预留出比插板略宽、略高的卯口，
才能确保轴饰、伏兔、舆三者成功地
组装在一起。高庄汉墓 M1 所出 2、
3号车右侧轴饰插板均在舆右侧軨板
之下（图一一、一二），极有可能将
插板安装在舆底轸条之内。当然，汉
代实用车轴饰是否如此使用，还需要

更多的实物资料予以验证。但是如
M1A穴铜车所示， 条从内侧连接
固定伏兔、舆，轴饰再从外侧连接固
定伏兔、舆，无疑会大大有助于伏
兔、舆的稳固结合，从力学结构上来
说是合理有效的。由此不妨进一步大
胆地推测：西汉中期伏兔、轴饰的形
制、组装方式、作用功能较之春秋至
西汉早期阶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伏兔
在靠轮一端的顶面制作出掩板形结

构，替代了春秋至西汉早期插入伏兔

的轴饰掩板。轴饰安装于伏兔掩板之
上，其掩板插入轸木，转而成为固定

伏兔、舆的部件，兼有装饰伏兔的功
能，或可更名作“伏兔饰”。

4.笭
汉代，笭又名“籝”、“篚”，是
一种竹编长方槽形的车附件，横置于

舆辕交接处。［66］关于笭用途的认识有
三说：一是笭内置有椭木，利用椭木

的轻重，可以调节辕的轻重，便于驾驭辕马；［67］

二是用来遮挡马奔跑起来掀起的尘泥，保护舆前箱

板、轸木等部位；［68］三是上下车用于踏脚。［69］

首先，笭内所置椭器是否为椭木尚存疑问。《说
文解字》记曰：“椭，车笭中 之器也。”［70］

《广韵》又记曰：“椭，器之狭长。”［71］笭内的
椭器得名侧重其形状而非功能。唐·颜师古对
《急就篇》“椭”字注为“椭，小桶也。所以盛
盐豉”。［72］孙机认为汉代类似春秋战国时期铜
的椭圆形铜容器可能就是椭。［73］日用器皿的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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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河北鹿泉市高庄汉墓M1出土的 3号车马平面图（引自《高庄汉墓》，第 57页）

器为椭圆形容器。据之可推测，笭内的椭器应为
一种适应笭窄长形状的扁圆形容器。其次，笭的
立面面积不大，不足以遮挡舆前箱板。最后，笭
为竹编器物，强度不足以承受驭手、载员等车组
成员日常上下车踏脚。M1A穴铜车模型的笭横
置于舆辕交接处、双辕之上，内装有驭手的双
手，以及盖弓帽、盖杠管箍、軎等车马器。兴义
县万屯墓群 M8铜车马的笭也横置于舆辕交接
处，但笭口与舆底板平齐，内有 2枚小铁钉及少
量铁锈痕迹。依以上二实例，笭应是舆前置放车
马零部件的附件箱。

M1A穴铜车属于轺车，车组成员由舆后上
下，笭可以置于辕上。万屯墓群 M8铜车属于輂
车，驭手由舆前上下并在此控御车辆，笭口必须

与舆底平齐。广西贵港市梁君垌墓地东汉晚期的
M14所出陶牛车模型（M14∶27） 前栏之前、舆
底板之上的凹槽实为笭。据简报陶牛车线图分
析，已亡佚的双辕原置于笭、舆底板之下。该牛
车属于篷车，前栏与轺车前軨类似，下为立板，

上为后倾的斜板，不便车组成员上下，而后栏为

双扇竹编门，车组成员应由舆后上下（图一三），
［74］故笭的置放位置与M1A穴铜轺车相同。
考之魏晋至唐代墓葬发现的陶质模型器、墓
葬壁画、石窟壁画、器物彩绘，这一时期的牛
（马） 轺车、有棚牛车延续了汉代的传统，多于
车厢前、车厢（舆） 与辕交接处安装有笭。［75］

笭的形制由竹编的长方槽形逐渐演变为木制的长

方栅栏槽形，［76］强度得到增强，或者置于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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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广西贵港市梁君垌墓地M14陶牛车模型（M14∶27） 图（引自《考古学报》 2014年第 1期）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初步研究

上，或者利用笭上的穿孔安装在双辕之上。北朝时
期笭顶部出现了盖板，整体近似扁长方箱体。［77］

两晋时期，牛轺车仍存在与汉制相同的类

型，可分单辕、双辕两种，车厢呈横长方形，后
面敞开，其他三面封闭。［78］但自魏晋开始，轺
车的形制较之汉制逐渐发生较大变化，可分为

A、B二型。A型最为常见，车厢或呈横长方形，
或呈纵长方形，前面敞开，其他三面封闭，两侧

軨为前低后高的曲壁，个别在后軨一侧开门，车

顶还可以加装卷棚或通幰，［79］是否有后门可能

与品秩高低有关。［80］B型极为少见，车厢略近
正方形，前、后面敞开，两侧面封闭，两侧軨为
前低后高的曲壁，形制接近 A型，较之 A型的
不同之处在于车厢的形状及后面敞开，可能是 A
型的衍生车型。［81］以上二型轺车载员由车厢前
或后门上下应无疑义，笭的置放位置对于载员由

车厢前上下车的影响较小。朝鲜黄海南道东晋永
和十三年（357年） 冬寿墓出行图壁画绘有墓主
乘 A型牛轺车的图像，墓主独自一人手持麈尾安
坐在通幰轺车之上，两位驭手分别于车厢前、双
辕外侧控御车辆，［82］不难推论此类牛轺车的驭

手应以在车下控御车辆为主。
有棚牛车的车厢呈纵长方形，车厢前有窗，

魏晋、十六国时期主要为方窗，南北朝至唐代主

要为直棂窗，车厢后开门。［83］车厢前如为方窗，
车组成员由车厢后上下，驭手可以凭借方窗在车

厢内控御车辆。车厢前如为直棂窗，车组成员由
后门上下，驭手假使在车厢内控御车辆，直棂窗

对其控御动作、视野都有较大干扰，驭手应以在
车下控御为主。有棚牛车笭的置放位置对驭手控
御车辆基本无影响。
综上所论，汉唐时期马车、牛车笭的置放位
置是以方便车组成员上下车、驭手控御车辆所决
定的。

（二） 狮子饰件

四川、重庆地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
过费昂斯质地的圆管形、算珠形、圆珠形、圆环
形等串珠，以圆管形数量最多，也最为常见。其
中一些植物灰玻璃化费昂斯串珠与西戎文化有

关。［84］此次于M1B穴发现的狮子饰件是该地区
费昂斯器的一个新器类。该饰件上为卧狮形，下
为椭圆形台座，台座上有穿孔，可能是系臂佩

饰、坠饰，应与汉墓常见的琥珀小兽同属辟邪之
物。［85］M1B穴饰件的整体造型与古埃及（图一
四）、迦南地区的圣甲虫雕饰相像。［86］饰件制作
者对狮子头颈部的鬃毛、尾尖的簇毛予以重点刻
画，可能亲眼目睹过活体狮子或写实化的狮子雕

塑、图像等美术品。《东观汉记》描述东汉阳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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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古埃及第十三王朝晚期圣甲虫印章（改绘自 The Anra Scarab：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pp.66）

图一五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卧狮饰件

（引自《古代地中海世界の美术（图录）》，第 105页）

研究与探索

二年 （133 年） 疏勒王所献狮子：“师子形似
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87］饰件
狮子的形象与该则记载神似。狮子形象与一件传
说出自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卧狮饰件（图一五） 尤

为相似。后者长 5、宽 2、高 2.5厘米，较前者
略大，内芯为石英、石膏、长石的混合体，通体
外包纯金箔，狮子鬃毛还饰以亚历山大一带特有

的蓝色珐琅，时代约为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

（前 332～前 31年）。［88］西汉中晚期我国不同地
区的墓葬开始出现、流行各种宝玉石微雕，其中
不少新形态，特别是两广地区的石榴子石、琥珀
卧狮微雕，受到中南半岛、印度、西亚、地中海
文明的影响。［89］因此，M1B穴随葬的狮子饰件
与西域、南海等域外文明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

三 结语

在广泛搜集文献、实物与图像资料的基础之
上，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得出以下认识：
兰家坡汉墓位于汉晋资中县城的西南郊。

M1由 A、B二穴组成，是一座并穴合葬墓，可
能为夫妻合葬墓。该墓对于四川地区汉代夫妻合

葬葬俗研究有着重要意义。M1A穴出土的铜车
马模型其性质具有双重性，既象征墓主生前所乘

马车，也象征墓主死后丧礼用的魂车。铜车轼上
的圆环可称之为“ 輗”，该车很有可能就是一
辆“ 輗车”。这一新认识距离最终识别、确认
汉至魏晋时期的 輗车又大大前进了一步。铜车
上的轴饰推测是用于固定伏兔、舆的部件，解开
了此前学界对西汉早期以后轴饰组装方式、作用
功能的种种疑惑。铜车上的笭可以肯定是用于置
放车马零部件的附件箱。此外，M1B穴随葬的
费昂斯狮子饰件与西域、南海等域外文明有一定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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